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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税信息披露、企业避税与溢出效应

———来自国别报告实施的经验证据

樊　勇　朱沁瑶　刘江龙

内容提要：国际税收治理中的涉税信息披露政策是提高税收透明度、防止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的重要规制工具。本文以我国自 ２０１６年起实施的国别报告制度为例，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具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上市企业样本，探究了涉税信息披露对跨国企业

避税的影响及其反避税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国别报告抑制了我国的跨国企业避税，使

企业实际税率相对平均上升 ７４％。这一抑制避税的效果具有溢出效应，使总收入在填

报门槛以下４００万元范围内的企业避税程度降低。机制分析表明，国别报告主要通过缓
解税务机关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增加声誉成本机制抑制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

国别报告对于在积极参与信息交换的地区投资的企业、在信息交换完整性高的地区投资

的企业和研发投入高的企业的避税程度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国

别报告制度、打击跨国企业逃避税、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体系重构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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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提高中国在国际税收新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十四五”

规划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题中之义。跨国企业避税问题一直居于国际税收治

理议程中的核心地位。为改善跨境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遏制日益泛滥的跨国企业逃避

税行为，各国逐渐要求跨国企业进行涉税信息披露，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 ＯＥＣＤ发起的税基侵蚀

与利润转移（Ｂａｓ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ＢＥＰＳ）行动计划第１３项“转让定价文档和国别报告”。

１２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税制改革、税收征管与企业纳税遵从行为研究”（７１９７３１５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全面推进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１９ＺＤＡ０７５）。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刘江龙电
子邮箱：ｌｉｕｊｌ２１＠ｍ．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该行动计划要求跨国企业集团向各税收管辖区税务机关报送国别报告（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ｂＣＲ），并通过国别报告自动信息交换机制实现主管当局间的信息互通共享。２０１６年 ６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２０１６年第 ４２号，以下简称“第 ４２号公告”），并在此后积极与其他税收管辖区建立国别报告自

动信息交换关系，标志着国别报告制度①在我国的正式落地。国别报告制度是我国涉税信息披露

制度发展的重要实践，具有一定“自然实验”的性质，这为评估我国涉税信息披露制度对跨国企业

避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识别机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涉税信息披露制度抑制企业避税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理解为

事物的发展产生了对其他事物的外部效应。就涉税信息披露制度而言，溢出效应是指针对部分企

业的涉税信息披露政策可能对其他未披露的企业产生抑制避税的效果。以国别报告为例，未填报

国别报告的企业预期到自身在未来填报国别报告的可能性，其避税行为受到税务稽查乃至处罚的

概率提高，由此主动减少了避税；或者由于填报国别报告的企业减少避税，未填报企业在同群效应

的影响下跟随其避税策略，同样减少自身避税行为，也即涉税信息披露政策可能会产生“以儆效

尤”的威慑作用，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且从直觉上看，由于填报国别报告存在特定的门槛，越靠

近填报门槛的企业越有可能被溢出效应影响，而离门槛远的企业则受影响的可能性小，即溢出效

应可能存在一个影响范围。涉税信息披露抑制企业避税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溢出

的范围如何？这些问题仍有待解答。

与本文有关的文献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于涉税信息与税收征管的研究，已有文献的普遍观

点是涉税信息披露政策通过缓解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能够有效减少纳税人的不遵从行为

（Ｓｌｅｍｒｏｄ，２０１９）。国内学者主要针对我国的“金税三期”工程（张克中等，２０２０；樊勇、李昊楠，

２０２０）、社保费征管信息化建设（许红梅、李春涛，２０２０）、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孙雪娇等，２０１９；李林

木等，２０２０）等展开了实证研究，但鲜有关注到涉税信息披露政策抑制避税的溢出效应。二是在国

际税收中的涉税信息披露政策方面，学界对其抑制避税的有效性还存在一定争议。以国别报告为

例，Ｊｏｓｈｉ（２０２０）、Ｏｌｂｅｒｔ和 ＤｅＳｉｍｏｎｅ（２０２１）研究均表明，国别报告具有打击企业避税的效果，但并

未显著抑制企业利润转移行为，并且可能对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Ｅｖｅｒｓ等（２０１６）

则指出国别报告可能导致企业遵从成本增加，引发新的税务争议。特别地，对于国别报告抑制我

国企业避税的有效性，目前仍然缺乏实证检验。三是在溢出效应方面，尽管已有学者对税收领域

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Ａｌｍ等，２０１６；Ｂａｕｃｋｌｏｈ等，２０２１），但从计量角度来看，目前学界对非空间类

自然实验②中存在的溢出效应关注较少，大多仅通过构造虚拟变量等方法，区分出“可能”受溢出

效应影响的样本，进而粗略地估计溢出效应。这不仅没有彻底解决平均处理效应估计量的偏误问

题，而且对于如何确定溢出范围较为主观。此外，已有的溢出效应研究大多关注特定聚类接受间

接处理，而非本文所考察的邻近聚类（总收入接近填报国别报告门槛的企业会受到影响）接受处理

（Ａｎｇｅｌｕｃｃｉ和 Ｍａｒｏ，２０１０）。

鉴于此，本文以２０１６年我国实施国别报告制度作为外生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这一涉税

２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①
②

下文所指的国别报告制度均包括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国别报告和税务机关开展国别报告自动信息交换两方面内容。

空间类自然实验指以地理单位（省份、城市）为样本的自然实验，这类实验中的溢出效应体现为一定地理范围内政策效应

的外溢；非空间类自然实验则是以其他类型个体（公司、家庭）为样本的自然实验，这类实验中的溢出效应体现为一些个体间接受

政策效应影响，溢出效应没有地理距离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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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政策是否能抑制企业避税。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考虑溢出效应的稳健双重差分法

（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１７），进一步探究涉税信息披露是否发挥了对未填报国别报告的企业的反避税溢出效

应，在增强政策效应估计稳健性的同时测算溢出效应的范围与强度。

综上，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１）丰富了国际税收领域涉税信息披露政

策的相关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际税收治理中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空缺，为我国建立健

全涉税信息披露制度、提升税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数据支撑；（２）开拓性地探究了

国别报告抑制企业避税的溢出效应，为研究非空间类溢出效应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较为准

确地识别出国别报告溢出效应的具体范围，对我国的反避税工作尤其是转让定价税务管理实践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３）从信息不对称和声誉成本角度深入挖掘了国别报告影响企业避税的作用

机制，并探讨了企业投资地对国别报告的参与程度、信息交换的完整性以及研发支出等因素对国别

报告实施效果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涉税信息披露政策与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国别报告的制度背景

国别报告是 ＯＥＣＤ提出的 ＢＥＰＳ行动计划第１３项“转让定价文档与国别报告”中的一项重要

措施。该项行动计划要求上一财务年度全球合并收入超过７５亿欧元的跨国企业集团须每年向其

从事经营活动的税收管辖区主管当局报送国别报告，报送的内容包括该企业集团所有成员实体的

全球收入分配情况、税款缴纳情况以及在各税收管辖区的经济活动指标。此外，ＢＥＰＳ行动计划在

借鉴金融账户涉税自动信息交换（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ＲＳ）标准的基础上，通过《转让定价

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双边税收条约或税收情报交换协定等建立起国别报告自动信息

交换机制。① 在该机制下，签订协议的税务主管当局在本辖区所接受的国别报告将自动地以统一

格式实现全球共享，从而使各国更有效地掌握跨国企业的全球税收与业务分布情况。

我国积极响应并推动国别报告制度落实。２０１６年６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第 ４２号公告，规

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企业需要填报国别报告。（１）该居民企业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

企业，且其上一会计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各类收入金额合计超过 ５５亿元。（２）该居民企业被跨

国企业集团指定为国别报告的报送企业。（３）该企业虽不属于上述范围，但符合一定条件的，②税

务机关可以在实施特别纳税调查时要求其提供国别报告。（４）居民企业所属跨国企业集团的信息

涉及国家安全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豁免填报部分或全部国别报告。

从全球范围来看，ＯＥＣＤ发布的国别报告第三次同行审议报告显示，国别报告在改善跨国企业

税收透明度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已有超过９０个税收管辖区通过了国别报

３２

①

②

国别报告信息交换与以前的信息交换制度相比，具有一定优势。首先，与税收情报交换协定相比，国别报告属于自动信

息交换，而税收情报交换协定多为应请求的信息交换和自发信息交换。其次，国别报告由企业自主申报，而 ＣＲＳ由第三方金融机
构报告，且主要针对税收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通过设立离岸金融账户隐匿资产的逃避税行为。因此，国别报告相比以往信息交换

制度具有及时性、强制性、对企业针对性更强、所覆盖的避税行为更多的优点。

条件包括：该企业所属跨国企业集团按照其他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准备国别报告，并且（１）跨国企业集团未向任何国家提
供国别报告；（２）跨国企业集团已向其他国家提供国别报告，但我国与该国尚未建立国别报告信息交换机制；（３）跨国企业集团已
向其他国家提供国别报告，且我国与该国已建立国别报告信息交换机制，但国别报告实际未成功交换至我国。满足这些条件之一

的，税务机关可以在实施特别纳税调查时要求企业提供国别报告。



告的国内法规，并搭建了相应的行政框架。我国于 ２０１６年首次开始要求企业填报国别报告，并于
２０１７财年收到２６４份国别报告。①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包括中国在内的８９个国家（地区）签署了国
别报告《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并在全球建立了超过 ２７００个国别报告信息双
边交换关系，其中我国已与４６个国家（地区）启动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作为一项涉税信息披露政策，国别报告发挥的首要功能是缓解税务主管当局和企业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进而抑制企业避税（见图１，路径①）。首先，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
率，促进企业实现被动纳税遵从（Ｄｙｒｅｎｇ等，２０１６）。国别报告为税务机关提供了获取大型跨国企
业有关全球经营模式、税收安排以及利润分配信息的渠道，使税务机关能够掌握到更多跨境避税

的线索和证据。这有助于降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管理及调查的成本，利用有限的征管资源开展更

高效的转让定价调查和税务风险评估，调整不合理的内部交易价格、调增企业应税收入，最终提高

企业实际税负（Ｈａｎｌｏｎ，２０１８）。其次，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将进一步使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面临
更高的稽查风险，增加企业避税的成本，避税将变得不再十分有利可图，迫使企业实现主动纳税遵

从（Ｄｙｒｅｎｇ等，２０１０）。

图 １　国别报告抑制企业避税的机制

上述分析的核心前提是国别报告的确为主管当局提供了更多关于企业避税的信息，有学者认

为在国别报告实施之前，美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已根据受控外国公司（ＣＦＣ）规则要求跨国企业向
税务机关披露特定的税收信息。因此，国别报告可能无法给税务机关带来新的有效信息（Ｅｖｅｒｓ
等，２０１６）。然而，我国的受控外国公司法规相对简单、粗糙，能获得的跨国企业信息较少（魏俊，
２０１８），并且国别报告对跨国企业集团信息的详尽披露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有关利润和税收分配
的信息直接针对转让定价行为；各成员实体的主要业务活动类型信息有助于税务机关全面了解

跨国企业价值链的分布及实际经营状况；雇员数量、有形资产情况标志着企业在某地的实际经济

活动，通过其与利润的关系可以分析出跨国企业的利润报告地与经济活动发生地是否偏离，从而

判断其避税倾向（何杨、李晓荣，２０２１）。因此，有理由认为国别报告为税务主管当局提供了有效
的增量信息。

除了增加信息外，国别报告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还体现在提高信息质量和信息传递效率方

面。在国别报告实施以前，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法律和会计准则存在差异，跨国企业所披

露涉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参差不齐，且对全球业务和税收安排的描述较为分散，给税务机关的稽

查工作带来困难（Ｈｕｇｇｅｒ，２０１９）。ＢＥＰＳ行动计划第１３项对国别报告中填报项目的定义和口径做
了具体说明，从而保证税务机关能够获得更准确、更清晰的信息。与此同时，国别报告信息交换机

４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①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ｔａｘ／ｂｅｐ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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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通过标准的ＸＭＬ格式报告、统一规范的模板和信息化系统实现数据的快速存储、搜索和共享，提

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１和假设２。

假设１：国别报告的实施能够抑制跨国企业避税。

假设２：国别报告的实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跨国企业避税。

国别报告影响企业避税的另一可能途径是增加企业的声誉成本（见图 １，路径②）。已有研究

通常认为，纳税信息公开会给企业声誉带来一定影响（Ｈｏｐｅ等，２０１３）。有关企业逃避税行为的新

闻报道将对其社会形象造成不利冲击，社会舆论压力增大，进而促使消费者和投资者做出反应，这

种潜在的声誉成本同样提高了避税成本，改变了避税行为的期望净收益，从而迫使企业减少避税

行为，实现主动纳税遵从，尤其是在国别报告的信息交换机制作用下，国别报告信息在各税收管辖

区之间共享，因而涉税负面信息泄露的风险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实践中税务机关如何看待和执行 ＢＥＰＳ行动计划

中的保密规定。① 如果税务机关将避税信息与企业其他信息都视为机密数据而执行严格保护，则

不会造成企业信息泄露和声誉成本提高。不过，国别报告保密性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企业关键

财务数据与业务信息的泄露对其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对于企业的实质性避税行为，一经披露和查

处则很有可能被税务机关通过各种手段公之于众。例如进行反避税宣传报道或下调企业纳税信

用评级，这将对企业经营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孙雪娇等，２０１９）。基于这一分析，本文以竞争性假设

的形式提出假设３ａ和假设３ｂ。

假设３ａ：国别报告的实施能够通过增加声誉成本抑制跨国企业避税。

假设３ｂ：国别报告的实施无法通过增加声誉成本抑制跨国企业避税。

第４２号公告对填报国别报告的企业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总收入超过 ５５亿元为最主要

的标准。也就是说，国别报告的填报有着明确的门槛，总收入越是靠近 ５５亿元门槛的企业，越有

可能估计到自身在未来几个会计年度内因收入增长而达到填报门槛的可能性。基于这一考虑，企

业可能提前采取行动来减少避税行为，以避免在未来填报国别报告给自身带来的税务稽查与处

罚、转让定价调整与声誉成本增加等不利影响。因此，由于国别报告政策本身具有威慑性，对于填

报门槛以下的一部分企业也可能产生抑制避税的作用，即国别报告的溢出效应。

国别报告的溢出效应还可能来自同群效应。同群效应指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条件下，某一主

体的行为受到群体中其他主体的影响而表现出的趋同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决策的不确定性和

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杨海生等，２０２０），决策者通过有意识地模仿或学习外部参照物的做法，来达到

降低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提高竞争力、降低竞争风险的目的。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和 Ａｓａｂａ（２００６）研

究表明，企业更容易受到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同伴企业的影响。类似地，在避税方面，国别报告

的填报门槛为企业寻找模仿对象提供了重要依据，符合国别报告填报要求的大型跨国企业更容易

成为被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位于门槛之下的企业接收到同行企业减少避税安排的市场信号后将

调整自身的避税策略，从而对未填报企业也产生了抑制避税的作用。因此，国别报告通过自身的

威慑作用，以及企业之间相互模仿的同群效应，对填报门槛之下的部分未填报企业也可能起到一

定的抑制避税效果，即发挥了溢出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设４。

假设４：国别报告的实施对填报门槛之下的企业会产生一定的反避税溢出效应。

５２

① 如 ＢＥＰＳ行动计划第１３项立法模板中的《保密性与数据安全问卷》中特别规定有媒体保护项目，以防止企业信息的泄露。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处理与说明

本文利用具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１１６１家上市企业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合并报表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①（以下简

称《名录》）、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与我国签订〈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的辖区

名单》②（以下简称《名单》）和国泰安数据库。其中，《名录》公布了１９７０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企业名称、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者名称等详细信息；《名单》中披露了与我国具有国别报

告双边信息交换关系的国家（地区）名称以及签订协议的日期；国泰安数据库则包含我国 Ａ股上市
企业的财务数据。本文删除了关键变量缺失值严重的样本、实际税率小于０和大于１的异常样本、
金融行业样本，并对连续变量在 １％和 ９９％分位数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得到的数据集共包括
８７５４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企业避税
借鉴现有文献（Ｈａｎｌｏｎ和 Ｈｅｉｔｚｍａｎ，２０１０），本文采用两种指标作为企业避税的代理变量。（１）实

际税率（ＥＴＲ），即企业所得税费用与税前总利润之比，反映企业的实际税负。ＥＴＲ越高，表明企业避
税程度越低。（２）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异（ＴａｘＤｉｆｆ），即企业的名义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实际企业所
得税税率之差，ＴａｘＤｉｆｆ越高，表明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因此，两种指标分别是企业避税的反向与正向
代理变量，相互佐证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③

２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研究，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控制了常见的企业特征的变量：（１）规模（ｌｎＳｉｚｅ），用企业总

资产对数值表示；（２）偿债能力（Ｓｔｒｕ），用企业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比表示；（３）股利分配（Ｒｅｒ），用
收益留存率表示；（４）盈利能力（Ｐｒｏｆｉｔ），用营业净利润率表示；（５）风险水平（Ｌｅｖ），用综合杠杆表
示；（６）增长能力（Ｇｒｏｗｔｈ），用销售收入增长率表示；（７）资产结构（Ｐｐｅ），用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表示。本文主要变量的详细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实际税率 ＥＴＲ 所得税费用与税前总利润之比 ８７５４ ０１６３ ０１０５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异 ＴａｘＤｉｆｆ 名义税率 －实际税率 ８７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１

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总资产（百万元）对数值 ８０４８ ２２１４７ １３４２

６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ｆｅｍｈｚ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ｆｅｃｐｍｖｃ＿ｚｊ／ｐａｇｅｓ／ｆｅｍ／ＣｏｒｐＪＷＬｉｓｔ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ｇｏｖｃｎ／ｎ８１０２１９／ｎ８１０７４４／ｎ２９５９１５６／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同时参考 ＯＥＣＤ公布的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９月已

激活国别报告自动交换关系名单：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ｔａｘ／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ｈｔｍ。
经典的避税度量方法还有账税差异法（ＢｏｏｋＴａ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ＴＤ），但账税差异反映的是企业向税务局虚报收入的逃避

税行为，而跨国企业可以在向税务局报告真实收入的同时，通过集团内部转让定价等方式实现避税，这些避税行为难以通过账税

差异反映出来。因此，本文未在基准回归中使用该指标，但在稳健性检验中用账税差异指标也得到了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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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偿债能力 Ｓｔｒｕ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比 ８０４８ １０３５ １１０２

股利分配 Ｒｅｒ
１－税前每股派息／

（本期净利润／期末实收资本）
８０１８ ０６９５ ０２８０

盈利能力 Ｐｒｏｆｉｔ 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之比 ８０４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３０

风险水平 Ｌｅｖ 财务杠杆与经营杠杆之积 ８０１９ ２１０７ ２０６２

增长能力 Ｇｒｏｗｔｈ 销售收入增长率 ７９８６ ０２３６ ０３５９

资产结构 Ｐｐｅ 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 ８０４８ ０２００ ０１４９

（三）识别策略

１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的基准识别策略是双重差分法（ＤＩＤ），以企业投资地与我国建立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

这一事件作为政策冲击。① 由于各国与我国签订协议、建立信息交换关系的时点不一，每个企业开

始受到国别报告处理的时间也不同，因此本文构建如下广义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ＴＡｉｔ ＝π＋α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ｉ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１＋δｉ＋μ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代表企业，ｔ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ＴＡｉｔ为企业 ｉ在第 ｔ年的企业避税程度，由
实际税率 ＥＴＲ、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异 ＴａｘＤｉｆｆ两个变量代表。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是处理组虚拟变量
和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系数 α反映了国别报告制度的抑制避税效果。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１为一系列
控制变量，为避免内生性问题而取滞后一期处理；δｉ和 μｔ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
效应。

在处理组划分方面，本文以总收入是否超过 ５５亿元为依据划分处理组：当企业 ｉ在 ｔ－１年的
合并财务报表总收入大于５５亿元，且企业是最终控股企业时，Ｔｒｅａｔｉｔ＝１，反之 Ｔｒｅａｔｉｔ＝０。在政策
实施时间方面，本文以每家企业投资地与我国最早建立信息交换关系的时间，作为该企业接受政

策处理的时点。由于国别报告的实施涉及两国税务系统的协调安排，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将

企业接受处理的时点滞后一年。具体而言，若企业 ｉ在 ｔ－１年所投资的国家（地区）中至少有一个
与我国建立了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则 Ｐｏｓｔｉｔ＝１，反之 Ｐｏｓｔｉｔ＝０。

２溢出效应
在采用双重差分法作为基准识别策略的基础上，本文借鉴 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１７）的方法来进一步探究

其溢出效应。假设除处理组外，现在控制组中的一部分个体也间接受到了政策处理。定义这部分

间接受处理的样本集合为“邻近组”（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用虚拟变量 Ｒｉｔ表示。Ｒｉｔ＝１表示
个体 ｉ间接受到政策处理（邻近组），Ｄｉｔ＝１代表个体 ｉ直接受到处理，Ｄｉｔ＝０代表个体 ｉ未直接受
到政策处理。由此一个包含溢出效应的因果模型为：

７２

① 自动信息交换是国别报告相比以往许多税收征管政策的一个主要优势。各国单边实施国别报告制度下，企业可以通过

在两个投资地申报不同的收入来避税，而信息交换则使避税无处躲藏，也就是信息交换关系的建立可被视为国别报告制度的完整

实施。因此，本文选择信息交换关系的建立作为冲击事件，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也考虑了无信息交换的情形。



Ｙｉｔ ＝π＋αＤｉｔ＋βＲｉｔ＋λｉ＋μｔ＋εｉｔ （２）

其中，Ｄｉｔ的系数 α代表剔除溢出效应的平均处理效应，Ｒｉｔ的系数 β代表平均溢出效应。其表
达式分别为：①

α＝｛Ｅ［Ｙ（１）｜Ｄ（１）＝１，Ｒ（１）＝０］－Ｅ［Ｙ（１）｜Ｄ（１）＝０，Ｒ（１）＝０］｝－
｛Ｅ［Ｙ（０）│Ｄ（１）＝１，Ｒ（１）＝０］－Ｅ［Ｙ（０）│Ｄ（１）＝０，Ｒ（１）＝０］｝ （３）

β＝｛Ｅ［Ｙ（１）│Ｄ（１）＝０，Ｒ（１）＝１］－Ｅ［Ｙ（１）│Ｄ（１）＝０，Ｒ（１）＝０］｝－
｛Ｅ［Ｙ（０）│Ｄ（１）＝０，Ｒ（１）＝１］－Ｅ［Ｙ（０）│Ｄ（１）＝０，Ｒ（１）＝０］｝ （４）

若方程（２）满足充分识别条件 Ｐ［Ｒ（１）＝１｜εｉｔ］＝Ｐ（Ｒ（１）＝１），ｔ，则系数 α与 β均可用

ＯＬＳ估计。估计 α与 β需满足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个体是否进入邻近组由规则 δ（Ｘｉｔ）＝｛０，１｝

决定，当 Ｘｉｔ＜ｄ时 δ（Ｘｉｔ）＝１。其中 Ｘｉｔ是控制组样本与处理组之间的距离变量，ｄ是溢出效应
的边界值，即根据控制组样本与处理组的距离和溢出效应的边界值来确定“邻近组”的范围。

溢出效应的边界值 ｄ难以合理地事先从理论上确定，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１７）给出了在 ｄ未知的情况下，
估计平均处理效应和平均溢出效应的具体方法。依据 Ｘｉｔ，可以将 Ｒｉｔ分解为一系列虚拟变量 Ｒｉｔｋ
之和：

Ｙｉｔ ＝π＋αＤｉｔ＋∑
Ｋ

ｋ＝１
βｋＲｉｔｋ＋λｉ＋μｔ＋εｉｔ （５）

其中：

Ｒｉｔｋ ＝
１，　　（ｋ－１）ｈ≤ Ｘｉｔ ＜ｋｈ
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ｋ∈ （１，２，…，Ｋ） （６）

其中，ｈ为带宽参数。式（６）意味着对于个体 ｉ来说，将其与处理组的距离 Ｘ分成 Ｋ等份，每份
长度为 ｈ，如果 ｉ落入第 ｋ个等份，则 Ｒｉｔｋ＝１，反之为 ０。对于带宽 ｈ则通过去一法（Ｌｅａｖｅｏｎｅｏｕｔ）
交叉验证程序最小化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来确定。确定最优带宽后便可估计方程（５），其中的邻近
组变量系数 βｋ便反映了每一个等份 ｋ中的样本所受的平均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加入单调性假

定：溢出效应随距离单调递增或递减，即假设系数 βｋ是随距离 Ｘ单调变化的。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１７）指出，
尽管不知道溢出效应边界值 ｄ，但可以确定 ｄ＜Ｋｈ，即溢出效应不会超过个体与处理组的最远距
离，也就是至少有一些样本没有被溢出效应影响。因此，可以对系数 βｋ逐个进行常规的 ｔ检验，用
迭代的方法决定溢出的范围大小：如果第ｋ个系数βｋ显著异于０，则说明更大范围内仍可能存在溢
出效应，应继续进行检验；反之则说明溢出效应到第 ｋ等份停止，从而确定了溢出的最大范围是
ｋｈ。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在基准模型（１）中加入邻近组虚拟变量，通过估计如下方程并对系数 βｋ
依次进行假设检验来识别溢出效应：

ＴＡｉｔ ＝π＋α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ｉｔ＋∑
Ｋ

ｋ＝１
βｋＲｉｔｋ＋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１＋δｉ＋μｔ＋εｉｔ （７）

其中，Ｒｉｔｋ的值由距离变量 Ｘ来决定。在空间类自然实验中，某个属于控制组的地理单位 ｉ的

８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① 小括号中的１代表处理发生之后，０代表处理发生之前。



���������

Ｘｉ是 ｉ与其最近的处理组个体之间的距离。借鉴这一思想，非空间类自然实验中的溢出效应估计
也可以基于经济变量计算与处理组的最短距离并为 Ｘ赋值，对于本文来说即企业 ｉ的上一年度合
并财务报表总收入与５５亿元的填报国别报告门槛的距离（见图２）。

图 ２　国别报告抑制企业避税的溢出效应

具体而言，本文定义的 Ｘ为：

Ｘｉｔ ＝
０，　　　　　　　　 Ｔｒｅａｔｉｔ ＝１

５５００－Ｉｎｃｏｍｅｉｔ－１， Ｔｒｅａｔｉｔ ＝
{ ０

（８）

其含义是，当某个企业 ｉ属于处理组（Ｔｒｅａｔｉｔ＝１）时，ｉ到处理组的距离 Ｘｉｔ应为 ０；当 ｉ属于控制
组（Ｔｒｅａｔｉｔ＝０）时，Ｘｉｔ由５５亿元门槛与上一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总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ｉｔ－１相减得到。出于程
序计算精度考虑，这里的总收入单位取百万元。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２报告了根据模型（１）估计的基准回归结果。列（１）～（３）以实际税率 ＥＴＲ为被解释变量，
第（１）列同时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未添加控制变量而仅放入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其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列（２）进一步增加控制变量，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系数大小为００１２，说明相较于平
均值，国别报告的实施使跨国企业实际税率上升约 ７４％（００１２／０１６３），两列结果均表明国别报
告的实施有效抑制了跨国企业避税，支持了本文的假设１。

为进一步消除行业内相关性的影响，列（３）将标准误差更改为在行业层面聚类，①双重差分
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不同的固定效应组合和聚类层次不影响结论稳健性。列（４）～
（６）以 ＴａｘＤｉｆｆ为被解释变量，双重差分估计系数均为负并显著异于 ０，其含义是国别报告使得处
理组企业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之差显著缩小，同样表明该制度的实施降低了跨国企业的避税

程度。

９２

① 本文同时也进行了残差在省份层面聚类的实证检验，限于篇幅而未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ＥＴＲ

（２）

ＥＴＲ

（３）

ＥＴＲ

（４）

ＴａｘＤｉｆｆ

（５）

ＴａｘＤｉｆｆ

（６）

ＴａｘＤｉｆｆ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１１

（２１４４）

００１２

（２３３９）

００１２

（３０５１）

－００１４

（－２６２６）

－００１４

（－２７１４）

－００１４

（－３３４７）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０２

（０６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７９２）

－０００３

（－０７４８）

－０００３

（－０７８０）

Ｓｔｒｕ
０００４

（１４１９）

０００４

（１２７０）

－０００４

（－１３９２）

－０００４

（－１１２５）

Ｒｅｒ
－００１２

（－１９４２）

－００１２

（－３２１７）

００１３

（２１７２）

００１３

（３０２７）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０３５

（－１８４６）

－００３５

（－２５０４）

００２７

（１４２３）

００２７

（１８６１）

Ｌｅｖ
－０００３

（－２２０３）

－０００３

（－４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２５０８）

０００３

（４２８９）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３

（０７２７）

０００３

（１２３１）

－０００２

（－０５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８９１）

Ｐｐ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６

（－１２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９９８）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残差聚类层面 企业 企业 行业 企业 企业 行业

观测值 ８０３０ ７９３７ ７９３７ ８０３０ ７９３７ ７９３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８３ ０２８３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９

　　注：（１）括号内为 ｔ值，标准误差经过了异方差稳健处理。（２）、和分别代表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３）仅包含一个观测值的组别在固定效应组内估计中会高估系数显著性，故本文剔除了部分观测值，使得回归中使用的实际观测

数少于描述性统计所汇报的观测数。如无特殊说明，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如果不存在国别报告政策，

两组的避税程度趋势应当相同。为此，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检验了平行

趋势假设：

ＴＡｉｔ ＝π＋αｋ∑
４

ｋ≥－５
Ｔｒｅａｔｉｔ×Ｐｏｓｔ

ｋ
ｔｉ０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１＋δｉ＋μｔ＋εｉ，ｔ （９）

其中，Ｐｏｓｔｋｔｉ０为时间虚拟变量，下标 ｔｉ０表示政策冲击发生的时点（本文中为我国与企业投资地进
行国别报告信息交换的年份），上标 ｋ表示相对于政策实施年份的第 ｋ年（ｋ∈［－５，４］，ｋ＝０代表

０３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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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实施的当年，也是平行趋势假设的基准年）。当 ｔ－ｔｉ０＝ｋ时，Ｐｏｓｔ
ｋ
ｔｉ０
＝１；当 ｔ－ｔｉ０ｋ

时，Ｐｏｓｔｋｔｉ０ ＝０。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结果如图 ３所示。可以看出在国别报告实施前
（ｋ＜０），各年份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异于０，说明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避税程度在政策发
生前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平行趋势假定成立。自填报国别报告政策开始后（ｋ≥０），ＥＴＲ对应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呈上升趋势，ＴａｘＤｉｆｆ对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呈下降趋势且系数逐渐开始显著异于
０，表明国别报告的实施抑制了处理组企业的避税行为。

图 ３　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中置信区间为９５％，横轴表示以每个个体接受处理的年份为基准的相对年份，纵轴表示各年份虚拟
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

（三）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１）控制了样本期内其他可能影响企业避
税的政策，包括同期资料、“金税三期”工程、税收情报交换协定和金融账户涉税自动信息交换

（ＣＲＳ）。（２）替换被解释变量：使用了常用的账税差异指标（ＢＴＤ）②和名义税率与现金实际有效
税率差异（ＣａｓｈＴＤ）作为被解释变量。（３）收入操纵检验：通过检验企业是否操纵总收入以低
于 ５５亿元的填报门槛避免填报国别报告，来缓解样本自选择的隐忧。（４）不考虑信息交换：采
用单期双重差分法，检验我国 ２０１６年单边实现国别报告制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５）增加控
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陈德球等，２０１６；张瑶，２０１８），在模型中添加托宾 Ｑ值（Ｔｏｂｉｎ＿Ｑ）、企业
员工人数的对数值（ｌｎＥｍｐｌ）和企业是否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Ｂｉｇ４）等变量。（６）安慰剂
检验：通过随机划分伪处理组来排除偶然因素影响。上述检验均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

（四）机制分析

１缓解信息不对称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国别报告通过缓解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税务机

关掌握了更多的跨国企业信息，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从而促使跨国企业主动和被动纳税遵从。

因此，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可以反映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参考白云霞等

（２０１９）、田彬彬等（２０２０），本文选取省级层面的税务机关户均查补收入指标，利用交互项回归

１３

①
②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未报告详细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 Ｄｅｓａｉ和 Ｄｈａｒｍａｐａｌａ（２００６），本文利用残差法度量账税差异，以剔除盈余管理因素影响。



的方式检验这一机制。户均查补收入定义为：企业所在省税务机关的当年查补收入（亿元）／当
年税务机关立案检查企业户数。该指标越高说明税务机关检查一户企业带来的查补收入越高，

即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数据从《中国税务稽查年鉴》中手动整理得到。基于户均查补收入构造

虚拟变量 Ｄｅｔｅｃｔ：当企业所在省份的税务机关户均查补收入大于样本中位数时，赋值为 １，反之赋
值为 ０。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表明国别报告的实施通过增加税务机关查补收入，对企业实际税
率产生正向影响，且缩小了企业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这一结果说明国别报告通过为税务机

关提供更多信息，提高税务机关征管效率，进而抑制企业避税，支持了本文的假设２。

　　表 ３ 机制分析

变量

缓解信息不对称机制 增加声誉成本机制

（１）

ＥＴＲ

（２）

ＴａｘＤｉｆｆ

（３）

ＥＴＲ

（４）

ＴａｘＤｉｆｆ

Ｄｅｔｅｃｔ×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２５

（２４３９）

－００１５

（－１８１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１２

（３０５１）

－００１４

（－２７１４）

Ｄｅｔｅｃｔ
－０００５

（－２４６８）

０００４

（１７９８）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１２

（－０９９２）

０００４

（０４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７９５５ ７９５５ ７９３７ ７９３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１ ０２８３ ０２１９

　　注：在增加声誉成本机制检验中，由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而仅添加了交互项。

２增加声誉成本
为检验声誉成本是否为国别报告抑制企业避税的机制，本文以公众舆论压力作为声誉成本的

代理变量进行分析。在有关企业避税的不利公众舆论压力下，企业社会形象受损、经营遭受损失，

避税成本增加，进而减少避税行为（Ｄｙｒｅｎｇ等，２０１６）。因此，舆论压力能够反映企业声誉成本。本
文用企业当年被报道的涉税负面新闻的次数度量公众舆论压力，通过爬虫程序在百度搜索“企业

名称”＋“避税”等一系列企业涉税负面行为关键词，从中筛选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１３６家主要新闻媒
体和财经类论坛①的涉税负面新闻报道网页，统计企业每年被报道次数，生成公众舆论压力变量。

２３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① 新闻媒体包括新华网、搜狐网、每日经济新闻等主流新闻媒体，以及《北京商报》、《长沙晚报》和南海网等地方性媒体，财

经类论坛包括雪球、股吧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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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变量构造虚拟变量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若公众舆论压力大于样本中位数则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 ０。由
于考虑到涉税负面新闻报道次数和企业避税程度之间有较强的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

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
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３中列（３）和列（４）所示。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系数在列（３）中显著

为正，而在列（４）中显著为负，表明国别报告通过增加企业涉税负面新闻报道次数，提高了企业实
际税率、降低了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这提供了国别报告增加声誉成本和抑制企业避税的经

验证据，支持了本文的假设３ａ。
（五）溢出效应

本文进而估计模型（７），以验证国别报告对企业避税的抑制效果是否存在溢出效应，估计结
果如表 ４所汇报。首先同时使用去一法和十折交叉验证程序决定最优带宽，结果均表明使
ＲＭＳＥ最小化的最优带宽 ｈＣＶ＝４，即应以总收入 ４００万元为步长进行分组；计算得出的最小
ＲＭＳＥ均在 ００９附近，表明模型估计的误差较小。随后根据迭代法进行系数假设检验的结果表
明，只有系数 β１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 Ｒｋ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故仅在模型中加入了 Ｒ１变量，
表示处理组门槛 ５５亿元与该组企业总收入之差在 ０～４００万元，因此计算的最大溢出范围为 ４
（单位为百万元）。

表 ４列（１）～（２）以 ＥＴＲ为被解释变量，可以发现无论添加控制变量与否，Ｒ１的系数 β１都
约为 ０１５并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与平均处理效应的方向一致，表明国别报告对邻近填报门槛
的企业实际税率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同时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剔除溢出效应
带来的偏误后，政策对处理组企业实际税率仍有明显提高作用，印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列

（３）～（４）使用 ＴａｘＤｉｆｆ为被解释变量，在添加控制变量前后 Ｒ１ 的系数分别为 －００８０和
－００７８，并均通过 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国别报告降低了邻近组企业的名义税率与实际
税率差距，同样与平均处理效应的方向一致。在稳健性方面，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系数为负并分别通
过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剔除溢出效应后国别报告对处理组企业避税程度的抑制作用
依旧显著。

　　表 ４ 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ＥＴＲ

（２）

ＥＴＲ

（３）

ＴａｘＤｉｆｆ

（４）

ＴａｘＤｉｆｆ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１１

（１９３２）

００１２

（２０８８）

－００１４

（－２３７７）

－００１４

（－２４４０）

Ｒ１
０１５２

（４０６８２）

０１５１

（２９３６８）

－００８０

（－２０６２４）

－００７８

（－１４６０３）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最大溢出范围（百万元） ４ ４ ４ ４

均方根误差 ＲＭＳＥ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３

３３



续表 ４

变量
（１）

ＥＴＲ

（２）

ＥＴＲ

（３）

ＴａｘＤｉｆｆ

（４）

ＴａｘＤｉｆｆ

最优带宽 ｈＣＶ（百万元） ４ ４ ４ ４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６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２

观测值 ８０９３ ７９９７ ８０９３ ７９９７

　　注：表中 Ｒ１代表邻近组虚拟变量，当处理组门槛５５亿元与该组企业总收入之差在０～４００万元时取值为 １，反之取值为 ０；最

大溢出范围为估计方程（７）对邻近组系数逐个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的溢出距离的最大值。最优带宽 ｈＣＶ依据去一法和十折交叉

验证程序得到。

以上结果均表明，国别报告对总收入５５亿元门槛以下 ０～４００万元企业的避税行为有显著抑
制效果，即产生了反避税溢出效应，这一发现支持了本文的假设４。同时观察发现 ４００万元的溢出
范围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区间，这说明溢出效应的影响相对有限。距离 ５５亿元填报门槛较远的企
业受该政策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表明目前国别报告的反避税威慑效果仍有待提高。

（六）异质性分析①

本文还针对基准回归结果展开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１）企业投资地的国别报告信息交换
参与程度。本文用投资地所建立的国别报告双边自动信息交换关系数量②来代表其信息交换参

与程度，依据该变量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投资地的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参与程

度越高，企业避税越能得到有效的抑制。（２）企业投资地的信息交换完整性。依据投资地是否
被 ＯＥＣＤ同行审议报告指出缺乏保障信息交换完整性的规则或书面程序，本文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显示，当企业投资地的信息交换完整性更高时，国别报告抑制企业避税的效果更显著。这

是由于如果国别报告信息交换不完整，则各主管当局获取的信息不一致，从而企业有动机在不

同投资地填报不同的信息，通过操纵财务数据来避税（Ｅｖｅｒｓ等，２０１６）。（３）企业的研发投入。
本文用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研发投入的大小。按照研发投入高低分组的回归结果显

示，国别报告对研发投入更高的企业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避税的效果。由于研发活动形成的专

利等无形资产价值难以评估、可转移性强且能够带来超额利润，企业往往可以通过权利分离、合

作研发等方式将专利转移至低税国，从而实现避税，而国别报告披露的内容有针对性地抑制了

这一避税现象。

五、结论与启示

国际税收中的涉税信息披露制度推动了各国税务主管当局间的跨境税源监管合作，是改善税

收透明度与确定性、遏制跨国企业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重要政策工具，有助于推动国际税收治

理体系建设。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名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上市企业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面板
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国别报告这一涉税信息披露制度对我国跨国企业避税的影响，得到

如下结论。（１）国别报告有效抑制了跨国企业避税，使企业实际税率相对平均上升 ７４％。（２）国

４３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３，Ｎｏ７，２０２２

①
②

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未报告详细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数据来自 ＯＥＣＤ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发布的第二阶段同行审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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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报告具有反避税溢出效应，使总收入在填报门槛以下 ４００万元范围内的企业避税程度降低。
（３）国别报告主要通过缓解税务机关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增加声誉成本两个机制影响避
税。（４）国别报告的抑制避税作用具有异质性，企业投资地参与国别报告信息交换越积极、信息交
换越完整，企业避税程度降低越显著；研发支出更多的企业受国别报告影响更大，避税程度降低更

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税收征管具有如下启示。首先，应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法》中针对涉

税信息的修订工作，积极探索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涉税信息披露制度。考虑到涉税信息披露的

溢出效应，应审慎使用涉税信息，在保障企业关键信息使用合规性和保密性的前提下，公开不涉

及企业关键信息的避税案例进行反避税宣传。其次，持续完善国别报告制度的实施细节，充分利

用并扩大国别报告的反避税威慑作用。一方面，积极参与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并增加保障国别报

告信息交换完整性的程序；另一方面，对不依法填报国别报告的企业加大惩罚力度，对真实填写、

及时报送国别报告的企业予以一定的激励措施。如可作为企业年度纳税信用评级考量的参考指

标，促进企业自觉遵从。最后，继续深度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增强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结

合中国企业逃避税行为和投资决策的异质性特征，提出更多基于中国国际税收管理实践经验的

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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